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
四种不同的理解视角

左 才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求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本质和形态

是多元的。本文综述了政治学家围绕因果关系展开的讨论，系统梳理了在政治
学研究中理解和构建因果关系的四种传统和方法及其发展与应用，并分析了每

种方法的优缺点。文章认为，不同的理解视角和传统不存在孰优孰劣，每种传统
及其包含的逻辑都能为因果推断作出贡献，但也同时存在局限性。在对不同传
统的优缺点保持自觉的前提下，不同方法的融合已经也将继续成为未来政治学

因果推断中的趋势。
［关键词］因果关系 因果机制 实验方法

一、引言

因果关系是政治科学，乃至社会科学

研究中追求的“圣杯”。按照科学主义的
传统，因果关系是可以被观察并测量的。
然而，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学者们对因果关

系的本质及形态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使
不同研究方法( 比如定性方法与定量方

法) 区别开的往往是对因果关系的不同构

建和理解。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而言，因
果关系的形态也有所区别，比如，充分条件

更经常出现在对宏观现象( 例如民主和战

争) 的原因分析中，而越来越多的关于政

治态度和行为的原因分析开始遵循实验的

逻辑。
亨利·布雷迪( Henry Brady) 非常精

彩地总结了理解和构建因果关系的四种逻

辑和传统。①在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

系统介绍国外政治学界围绕因果关系展开

的讨论，梳理每种逻辑和传统的表现形式、
发展应用及优缺点，以期为国内政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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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y Brady，“Causation and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
ence”，in Janet Box － Steffensmeier，Henry Brady，and
David Collier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pp． 217 － 270．



究中的因果推断提供基础性知识储备。

二、休谟或新休谟传统

大卫·休谟和约翰·穆勒等哲学家都
曾依照充分条件的逻辑来定义因果关系。
X是 Y的原因当且仅当 X 是 Y 发生的充
分条件。这种定义自然引起了关于其他条
件( 比如必要非充分条件) 是否是原因的

讨论。休谟对因果关系的传统定义也无法
处理多种原因或不同原因的组合导致某个

共同结果的情况。后来的哲学家对这种定
义进行了扩充，比如澳大利亚哲学家约

翰·麦凯( John Mackie) 将“原因”定义为
INUS条件。① 电线短路( A) 与木质房子
( B) 两个条件足以导致房子起火，汽油罐
( C) 与火炉( D) 共同作用也足以导致房子
起火。虽然 A、B、C、D 四个条件都不是房
子起火这个结果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但是

每一个都是导致房子起火的充分条件中的

必要非充分要素。② 根据麦凯的定义，每
一个都是原因。这种定义的优点在于它涵
盖了多因一果的情况，避免了因果宿命论，

使得因果概率论的逻辑也具有适用性。③

但是，这种定义在本质上与休谟的定义相

同，仍然是将因果关系视为两种现象或因

素的常规关联( constant conjunction ) 。休
谟认为 X与 Y 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必须满
足三个条件: ( 1 ) X 和 Y 在时间和空间上
必须是邻近的; ( 2) X 发生在 Y 之前; ( 3 )
X与 Y的常规关联。④ 但是两种现象的常
规关联并无法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

系。观察到相关性之后，研究人员仍然需
要运用其他证据来检验这种关联是否是因

果关系。
因果关系也可以用必要条件来定义:

Y只有在 X存在的条件下才会发生，那么

X就是 Y 的原因。必要条件的逻辑最早
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这种逻辑下，
某个变量或条件只能是或不是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对必要条件的测量必然是一个

二分变量。后来的研究人员发展和突破了
这种经典逻辑，将必要条件定义为一种概

率性的连续变量，比如 99%的观测发现某
个变量是 Y 发生的必要条件，查尔斯·拉
金( Charles Ｒagin) 认为这个变量就是 Y发
生的“几乎必要条件”( almost always neces-
sary) 。关于必要条件，至少存在 5 种定义
和逻辑: 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两分定义、集理
论( set theory ) 、模糊集理论 ( fuzzy logic
sets) 、微积分统计逻辑以及概率论逻辑。⑤

在政治科学中，主要是在形式理论

( formal theory) 和定性研究，尤其在比较历
史分析中，运用必要和充分条件来探讨因

果关系十分常见。民主和平理论( democ-
racy peace theory) 可以被视为在探讨和平
发生的充分条件。对社会运动、民主、经济
发展等前提因素的探讨也就是对这些重要

的政治和经济现象发生的必要或充分条件

的探索。加里·格尔茨( Gary Goertz) 统计
了 150 例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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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Insufficient ( I) but necessary ( N) part of a condition
which is itself unnecessary ( U ) but exclusively suffi-
cient ( S) for the effect．
房子起火的充分条件有两个，一个为 A 和 B 同时存
在，另一个为 C和 D同时存在。
在因果关系的内涵上，主流观点都将其视为概率性

的( probabilistic) 而非决定性的( deterministic) 关系。
Paul Holland，“Statistical and Causal Inference”，Jour-
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 396) ，1986，pp． 945 － 960．
Gary Goertz and Harvey Starr ( eds． ) ，Necessary Condi-
tions: Theory，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 11．



以必要条件形式提出的因果假设。① 在格
尔茨看来，针对所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现

象都可以以必要条件的形式提出研究假

设，这被他自称为格尔茨第一定律。与其
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政治学并没有在方

法论上足够重视这种逻辑。定性比较分析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是近几十
年发展起来的一套系统识别和检验充分或

必要条件的方法，它主要关注寻找因果解

释，即“结果的原因”( cause of effects) 。②

然而，即便在美国的研究生方法论课程中

也鲜见讨论相关内容，更别提设置专门的

课程。

三、反事实逻辑

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暗含着一种

反事实逻辑。美国哲学家戴维·刘易斯
( David Lewis) 详细分析了因果关系是如
何与反事实逻辑紧密相连的。③这种反事

实逻辑尤其适合用来检验以必要条件形式

提出的因果假设。如果研究者假设 X是 Y
发生的原因( 必要条件) ，其暗含的反事实

逻辑是如果 X没有发生的话，那么 Y也不
会发生。马克斯·韦伯在评论德国历史学
家爱德华·迈尔( Eduard Meyer) 的《历史
的理论及方法》一书中提到，虽然历史无
法重来，我们无法得知，如果俾斯麦不发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历史将会被如何改
变，“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毫无意义
的，因为对它的回答触及了对事实进行历

史建构的一些关键要素: 如果俾斯麦的个

人决定的确是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以及在历史记述中这项个人因

素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④。在政治学
中运用反事实逻辑开展的研究大多为案例

分析。⑤ 与休谟或新休谟传统相比，反事

实方法不要求总是观察到因与果的关联，

而只需要找到一个除了假设原因之外其余

因素都相似的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中被

解释的现象的结果不同，那么就可以认为

假设的原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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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Gary Goertz，“The Substantive Importance of Necessary
Condition Hypotheses”， in Gary Goertz and Harvey
Starr ( eds． )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ory，Methodol-
ogy，and Applications，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
ers，2003，pp． 76 － 94．
定性比较分析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但不限于 Charles
Ｒaign，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
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Oakland，CA: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2014; Charles Ｒaign，Fuzzy － Set
Social Scie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Charles Ｒaign，Ｒ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Benot
Ｒihoux and Charles Ｒaign ( eds． )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QCA) and Ｒelated Techniques，Thousand Oaks，CA:
Sage，2009。其他关于必要条件的研究包括 Bear
Braumoeller and Gary Goertz，“The Methodology of
Necessary Condi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44( 4) ，2000，pp． 844 － 858。
David Lewis，“Caus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0 ( 17 ) ，1973，pp． 556 － 567; David Lewis，
Counterfactual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Max Weber，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edited by W． G．
Ｒunciman， translated by E．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6( 1978) ，p． 111．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Niall Ferguson，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I，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hilip E． Tetlock and Aaron Belkin ( eds． ) ，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Ｒichard
Ned Lebow，“Contingency，Catalsysts，and Nonlinear
Change: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n Gary Goertz
and Jack Levy ( eds． ) ，Explaining War and Peace:
Case Stud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Counterfactuals，
New York: Ｒoutledge，2007，pp． 85 － 111。经济学方
面的反事实研究有 Ｒobert Fogel，Ｒailroads and Ameri-
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o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4。



在具体运用时，学者建议应该明确和

详细地将头脑中的反事实推理展现出来，

以便读者结合普遍原则等抽象知识和具体

历史事实来评估因果假设的合理性。在评
价反事实研究时，杰克·列维( Jack Levy)
提出了三个标准: 清楚性、前提的合理性以
及反事实结果有条件的合理性。①

在“清楚性”方面，反事实的论述需要
清楚指出，如果某个因素改变了，历史的哪

些具体方面将发生变化。简单的一句“历
史将会不同”由于无法被证伪，因此也没
有太多用处。詹姆斯·弗尔伦( James Fe-
aron) 认为下面的反事实论述是明确清楚
的:

如果欧洲当时的领袖们意识到了防守

的真正作用，那么 1914 年的政治局面会如
何? 我们可以通过想象这一情形来清楚说

明崇尚进攻对一战的影响……( 如果意识
到了防守的作用) ，那么所有欧洲国家首

先进行战争动员的意愿可能不会那么强

烈，并且每个国家在自己发起动员前对对

手的备战会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如此一

来，即使会出现动员与反动员交替螺旋上

升的情况，其发展速度也会更缓慢。②

反事实因果法的主要问题在于，找到

两个 最 接 近 的 世 界 ( closest possible
worlds) 在现实或逻辑上都较难实现。一
个因素的差异或改变往往意味着( 或导

致) 其他因素的差别或变化。在反事实论
述时，这些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反事实论

证的前提之间都需要保持逻辑的一致性，

即共融性。③ 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如果当时是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任美国总

统，结果将会不同，尼克松会进行空袭而非

海上封锁”，这种反事实论述就违背了共
融性。学者指出，如果当时是尼克松任总
统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猪湾事件”中直

接动用美国军队，卡斯特罗政权将被推翻，

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攻击导弹，也就不会

发生古巴导弹危机。④基于共融性的要

求，一些学者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最好的

反事实世界是对现实作出最少改动的世

界，即“对历史进行最小改写”的法则。符
合这一法则的反事实论述的例子是，如果

乔治·布什没有赢得 2000 年的美国总统
大选，那么美国不会发动伊拉克战争。⑤

在保证“清楚性”以及“前提的合理
性”的同时，好的反事实论述还应该与具
体的历史事实、既有的理论保持一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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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ack Levy，“Counterfactuals and Case Studies”， in
Janet Box － Steffensmeier，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
lier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
olog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 633
－ 640．
James Fearon，“Counterfactual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World Politics，Vol． 43 ( 2 ) ，
1991，p． 182．
关于共融性( cotenability ) ，具体参见 Nelson Good-
man，Fact，Fiction and Forecas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 15。
Ｒ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Back to
the Past: Counterfactua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
sis”，in Philip E． Tetlock and Aaron Belkin ( eds． ) ，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 119 －
148．
Jack Levy，“Counterfactuals and Case Studies”， in
Janet Box － Steffensmeier，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
lier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
olog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636．
还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两个评判反事实论述的标准:

与已有统计归纳的一致性以及可推测性( project-
ability) ，具体参见 Philip E． Tetlock and Aaron Belkin
( eds． )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19 － 31。



四、实验逻辑

与用反事实逻辑想象出一个最相似世

界类似，实验方法( manipulation approach)
也强调控制住其他变量来分离出某单一变

量对结果的影响。但是，与反事实逻辑不
同，实验强调对关键解释变量的实际干涉

和人为操纵。反事实逻辑同样无法建立因
果关系和排除虚假关系( spurious correla-
tion) 。① 而在实验逻辑下，人为操纵和干
预关键性解释变量可以有效地辨识出原

因，确立因果关系的方向和排除虚假关系。
阿伦德·李普哈特( Arend Lijphart) 曾

称:“实验的方法几乎是最理想的进行科
学解释的方法，但不幸的是，由于实践和伦

理的阻碍，它很少能被运用于政治科学

中。”②实验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从
1920 年代萌芽，经历了 70 年代的急剧上
升和 1975 年后的短暂低潮。从 1990 年代
起，实验方法开始得到迅速发展。③ 受到
可行性因素的制约，实验研究的议题主要

集中在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态度、政治行
为、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府回应性、发展
与治理等。④ 依据对干预的控制程度，实
验研究由高到低可划分为四种类型: 实验

室实验、调查实验、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
( natural experiment) 。社会科学主要通过
随机分配划分对照组与实验组来保证实验

研究的关键前提，即干预前的等同性( pre
－ treatment equivalence) 。因此，对实验研
究最致命的批评就是指出其没有真正做到

随机分配，比如哈罗德·戈斯内尔( Harold
Gosnell) 最早在芝加哥进行的有关选举投
票的田野实验。
在因果关系的建立上，对干预的人为

控制程度越低，对因果关系的推断以及对

因果效应大小估计的系统性偏差就越大。
就自然实验这类利用自然发生的、即完全
随机的干扰( treatment) ( 比如地震等自然
灾害) 或是其他类随机分配( as － if random
assignment) ( 比如非洲国家的边界) 开展
的研究而言，对干预的人为控制极低。自
然实验实质上是观察型研究，没有人为对

干预进行控制，因此没有办法排除一些无

法观察到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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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虚假关系是指观察到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关联是基于

潜在的第三个变量引起两个因素有所联系这一假

象，即两个因素都是第三个变量的结果，但是两个因

素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Arend Lijphart，“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
ative Metho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65 ( 3) ，pp． 682 － 693．
臧雷振:《政治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近年来的应
用进展及研究议题分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5 期; Ｒose McDermott，“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Ｒ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002，pp． 31 － 61。
对政治学实验研究议题的分析和总结，参见臧雷振:

《政治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近年来的应用进展
及研究议题分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5
期; 陈少威、王文芹、施养正: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实
验设计———自然实验与田野实验》，载《国外理论动
态》2016 年第 5 期; 李强:《实验社会科学: 以实验政
治学的应用为例》，载《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David Bositis and Douglas
Steinel，“A Synoptic History and Typology of Experi-
mental Ｒ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Behav-
ior，Vol． 9 ( 3 ) ，1987，pp． 263 － 284; James Druck-
man，Donald Green，James Kuklinski and Arthur Lu-
pia，“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Ｒe-
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100 ( 4) ，2006，pp． 627 － 635; 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Annual Ｒe-
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12，2009，pp． 367 － 378。
对自然实验研究议题的总结还可参考 Thad Dun-
ning，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 43 － 48。



无法辨识出原因。① 比如，在两个非洲国
家观察到种族关系的差异，虽然非洲的国

家边界是一个类随机的干预，但是边界本

身并不是解释种族关系差异的原因。“要
找到背后的原因，研究人员需要将关注焦

点从方法转移到理论上来。”②

实验方法面临的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

题是先占效应( pre － emption) ，即某个因
素在实验前就制约了实验中被操纵的原因

的影响，使得实验无法显示该原因的实际

效应。比如，在不知道砒霜有毒的情况下，
较早的依据对照组与实验组进行的实验得

到的结果都是病人死亡，因此很容易认为

砒霜对性病没有治疗效用，虽然两组病人

的死因不同，对照组病人死于性病，实验组

病人死于砒霜中毒。砒霜对性病的效用被
砒霜的毒性所掩盖，无法通过简单的对照

实验得到体现。在一个选民呈两极分布的
社会，选举规则对政党数量的影响受到限

制，人为改变选举规则无法准确显示出其

对政党数量的影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
技能培训对受训者找到工作的影响也有

限，因为在这些国家，就业有许多其他的保

障机制。

五、因果机制法

先占效应反映了在寻找因果关系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配对问题，即因与果到底是

否能准确匹配。无论是常规关联、反事实
逻辑，还是实验方法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

问题，因此催生了对因果机制的重视。
与休谟传统强调因果的常规关联不

同，因果机制的角度关注原因导致结果的

过程，尤其是作用力如何通过不同主体行

为的互动传递出来。在因果机制的视角
下，原因( X) 与结果( Y) 之间并不总是、也

不需要存在常规关联或共变( co － vary) ，
只要 X 的确能通过某个机制产生 Y，X 就
是 Y发生的原因。
过程追踪( process － tracing) 和分析叙

述( analytic narratives) 这两种方法关注的
核心就是因果机制。然而，在机制的定义、
可观察性、普遍性、必然性以及运作层面这
五个方面仍存在争论。③

詹姆斯·马奥尼( James Mahoney) 曾
总结出 24 种对机制的定义。④ 表 1 列出
了对机制的常见定义。约翰·耶林( John
Gerring) 认为将机制定义为某种效应产生
的过程或路径引起的异议最少。⑤ 但这似
乎并没有平息争论，对于具体什么是过程

或路径，学者仍有不同侧重。将机制看成
一系列事件或中介变量，无法充分解释原

因是“如何”导致结果的，因为事件的堆砌
并不一定能解释因果力( causal forces) 怎
样以及为什么会传递到结果。而即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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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Thad Dunning，“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Natural Experiments”，Political Ｒe-
search Quarterly，Vol． 61( 2) ，2008，pp． 282 － 293．
Daniel Posner，“African Borders as Sources of Natural
Experiments: Promise and Pitfalls”，Political Science
Ｒesearch and Methods，Vol． 3 ( 2 ) ，2015，pp． 409 －
418．
Derek Beach and Ｒasmus Pedersen，Process － 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 23 － 44; John Gerring，
“Causal Mechanisms: Yes，But…”，Comparative Polit-
ical Studies，Vol． 43 ( 2 ) ，2010，pp． 1499 － 1526;
James Mahoney，“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Ｒe-
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Sociological
Forum，Vol． 16( 3) ，2001，pp． 575 － 593．
James Mahoney，“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Ｒe-
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Sociological
Forum，Vol． 16( 3) ，2001，pp． 575 － 593．
John Gerring，“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 Thinking
Inside the Box”，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1) ，2008，pp． 161 － 179．



表 1: 不同学者对“机制”的定义

作者 定义

马里奥 · 本格 ( Mario
Bunge)

在一个具体的系统中引起
或是防止某种变化的过程

卡尔·克莱威尔、皮特·
马哈莫( Peter K． Macha-
mer) 、林 德 利 · 达 登
( Lindley Darden)

引起某种经常性变化的实
体及活动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
ster［1983; 1989］)

机制通过揭开“黑箱”并
且展示“机器内部的齿
轮”来提供解释; 机制提
供了连续的和相邻的因果
链条或者是因果之间的有
意连接

埃尔斯特( 1998; 1999)

机制是经常发生和容易被
识别的因果模式; 这种因
果模式通常在未知的条件
下被触发或者产生中间媒
介的影响

皮特·赫德斯特姆( Pe-
ter Hedstrm) 、理查德·
斯威 德 伯 格 ( Ｒichard
Swedberg)

明确的、抽象的、基于行动
的关于一个事件是如何经
常性地导致一类结果的解
释

丹尼尔·利特尔( Daniel
Little)

一系列受类定律因果规律
支配的事件

亚瑟·斯汀康比( Arthur
L． Stinchcombe)

能提供某个更高层理论构
成要素的知识的科学推理

戴维·瓦尔德纳( David
Waldner)

一个由于具有某种不变的
特性而有能力改变其环境
的实体。在特定背景下，
这个实体传递出力量、信
息、或是含义

KKV ( 1994 ) 、亚 历 山
大·乔治( Alexander L．
George) 、安德鲁·本尼
特( Andrew Bennett)

X影响 Y的中介变量

注: 前七个定义摘自 Peter Hedstrm，“Studying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Causal Inferences in Qualitative
Ｒesearch”，in Janet Box － Steffensmeier，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322; 瓦尔德纳的定义摘自 David Waldner，“What are
Mechanisms and What are They Good For?”，APSA QMMＲ
Newsletter，Vol． 8 ( 2 ) ，2010，pp． 30 － 34; 最后一个定义
摘自 Derek Beach and Ｒasmus Pedersen，Process － 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 34 － 37。

出了中介变量，仍然没有回答中介变量是

如何与结果连接在一起的。因此，部分学
者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引起某种经
常性变化的实体及活动”。德里克·比奇
( Derek Beach) 和拉斯马斯·佩德森( Ｒas-
mus Pedersen) 以民主和平理论为例，比较
了“实体—活动”定义的优势。与止步于
辨识出“问责性”和“团体压力”这两个中
介变量不同，“实体—活动”定义下的因果
机制进一步打开了因果关系中的黑箱: 反

战团体向政府抗议卷入战争，民主国家的

政府出于选票考虑采取安抚的外交政策予

以回应，这导致了和平。实体及其行为和
活动有效解释了因果力的传递。
“实体—活动”定义自然衍生出因果
机制是否只存在于微观层面的争论。部分
学者认为，因果机制都是微观的，不存在纯

粹的宏观机制。① 这与因果解释必须有微
观基础( micro － level foundation) 的观点相
一致。但是，即便主张因果解释必须有微
观基础，也不意味着否定宏观结构因素的

解释力，而只是强调在进行宏观结构性解

释时，需要佐以两类信息: 一是结构因素如

何影响个人的微观层面; 二是若干个人的

行为如何聚合起来导致宏观结构层面的结

果。② 因此，实用的中间观点更可取，因果
机制不仅存在于微观层面，也可以存在于

宏观层面，同时还存在于微观层面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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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
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MIT Press，2005，p．
137; Peter Hedstrm and Ｒichard Swedberg ( eds． ) ，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p． 22 － 25。
Daniel Little，“Causal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
ences”，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34 ( S1 ) ，
1996，pp． 31 － 56．



层面之间的连接中。①

因果机制的优势在于提供解释。用耶
林的话来说，这个优势导致了社会科学研

究对因果机制的痴迷。学者日益重视在研
究中提出和检验因果机制，并强调将因果

机制研究与定量方法、形式理论结合起
来。② 但因果机制研究同样面临挑战。耶
林认为，某个原因与结果之间经常存在多

个机制，并且机制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相

互作用，因此较难将不同机制区分开来。
其次，机制研究中更常包含一些难以被操

作化的、模糊的和抽象的概念。在耶林看
来，探索和检验因果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是重要的和值得称赞的，但却不是必不

可少的。③

六、结语

究竟什么是因果关系( causality) ? 上
述四种传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对
因果关系的考察有的侧重寻找结果的原因

( causes of effects) ，有的偏重甄别和测量
原因的影响( effects of causes) 。在追求后
者的定量分析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综合

了休谟传统中的“共变”和“相关”以及反
事实逻辑和实验方法中的“控制住其他因
素”( Ceteris Paribus) 。有政治学家尝试调
和这些不同的视角，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解

框架。比如，马奥尼认为在定量分析中有
显著效应的自变量其实就是新休谟传统下

的 INUS原因。④ 耶林则提出，原因能够提
高某个事件( 果) 发生的概率，这样的定义

为重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语义
土壤”，但他同时也强调因果关系是多元
的。⑤

每种理解因果关系的传统都有其优点

和问题，虽然不同的传统往往导致迥异的

分析结论，比如对车祸原因的分析，常规关

联传统强调醉驾是车祸的原因，而实验操

纵逻辑更多关注行车路线选择对车祸的影

响，但两者都为我们理解车祸原因贡献了

新的知识。在对不同传统的弊端保持自觉
的前提下，学者呼吁混合使用不同方法，比

如在因果解释上具有优势的因果机制法与

在确立因果关系方向上具有优势的实验逻

辑的融合。■

［左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 责任编辑 周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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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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